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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和日趋密切的人际交往需求, 创业者的非认知能

力愈发受到市场的重视。 基于 2013 年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 沿用

“大五” 人格指标构建非认知能力, 采用三阶段估计方法, 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

对农民工城市创业回报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非认知能力对进城农

民工的创业回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 非认知能力的创

业回报率逐步提升。 不同市场条件下非认知能力的市场价值存在差异, 来自非一线

城市以及服务行业创业的农民工获得了相对更高的 “能力溢价”。 上述结论在同时

考虑内生性及样本选择偏差后依旧稳健。 进一步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创业回报的三种

潜在机制进行检验, 证实了社会资本效应、 教育边际效应以及配置结构效应的存

在, 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 提高其教育边际收益,
扩大该群体进入机会型创业活动的概率, 进而促进农民工城市创业回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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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creasingly
 

close
 

interpersonal
 

needs,
 

the
 

non-cognitive
 

skills
 

of
 

entrepreneurs
 

are
 

increasingly
 

valued
 

by
 

the
 

marke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DMS

 

2013),
 

this
 

paper
 

uses
 

the
 

“ Big
 

Five ”
 

personality
 

index
 

to
 

construct
 

non-
cognitive

 

ability,
 

and
 

uses
 

the
 

three-stage
 

estimation
 

method (3SLS)
 

to
 

test
 

the
 

effec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come
 

of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We
 

find
 

that,
 

non-cognitive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income.
 

With
 

the
 

increase
 

of
 

income
 

points,
 

non-cognitive
 

ability’s
 

entrepreneurship
 

returns
 

gradually
 

increases.
 

Under
 

different
 

market
 

conditions,
 

non-cognitive
 

entrepreneurship
 

returns
 

a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Rural-urban
 

migrants
 

from
 

non-first-tier
 

c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ervice
 

industries
 

have
 

obtained
 

a
 

more
 

significant
 

“ capability
 

premium ”.
 

These
 

conclusions
 

remain
 

robust
 

after
 

considering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sample
 

selection
 

bia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affecting
 

entrepreneurship
 

returns,
 

and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apital
 

effect,
 

marginal
 

utility
 

of
 

education
 

and
 

allocation
 

structure
 

e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capital
 

level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mprove
 

their
 

marginal
 

income
 

of
 

education,
 

and
 

also
 

helps
 

the
 

group
 

to
 

carry
 

out
 

more
 

chanc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us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ntrepreneurial
 

retur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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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及就业压力增大, 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创新创业活动的驱动。
自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 “扩大就业发展战略、 实施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的战略部署以

来, 国民创业活动日趋活跃, 创业者群体不断壮大。 其中农民工群体的 “草根创业” 是

“万众创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 年约有 3400 万的进城农民工通

过自营方式实现就业, 占当年全部就业农民工的 28. 1%左右, 且该群体规模自 2015 以来连

续多年稳步增长①。 另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数据的推算, 2009—2017 年我国城镇就业市场上自我雇佣农民工占比稳定在 40%—
45%之间, 绝对规模接近 8000 万人, 创业已然成为进城农民工实现就业的重要方式[1] 。 近

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开展专项培训以激发各群体创业意愿, 如实施普惠金融等

帮扶措施改善创业环境, 消除资金约束等因素对创业活动的抑制[2] 。 然而, 现实中的农民

工创业却依然面临 “高创业意向, 低创业能力, 少创业成功” 的尴尬境况, 由此引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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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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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不得不思考除了传统帮扶措施之外的其他政策工具,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换挡

碰头就业压力的特殊时期, 如何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创业能力及创业持续期, 俨然成为摆在各

级政府面前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
创业涉及各类资源的整合与统筹运作, 面对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 密集多元的技术变革

和日趋密切的人际交往需求, 创业者的非认知能力愈发受到市场的重视。 近年来, 随着以

“能力” 为核心的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逐渐确立, 非认知能力作为决策变量被引入经济模

型, 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提升劳动者技能提供了崭新视角[3] 。 在经济学研究中, 非认知能

力多被视作与认知能力相对应的概念, 意指个体与他人交往中表现出的思想、 情感和行

为[4-5] , 通常使用人格特征加以测量[6] 。 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 创业者往往拥有不同于一般

劳动者的人格特质, 如成功欲、 自信心和冒险性等[7-8] 。 同时, 国外诸多经验研究也表明,
非认知能力作为一种隐性人力资本, 对于个体的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对于认知能力相对弱势的创业者, 非认知能力的价值更加突显[9-11] 。 与西方国家相

比, 我国具有迥异的文化基因和制度环境, 国民的非认知特征及表现形式都有别于西方, 非

认知能力在国民创业实践中的价值意义必然存在差异。 然而, 由于数据及方法等的局限, 目

前国内严谨讨论非认知能力与创业行为之间因果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的经验文献相对不足, 致

使政策制定者难以厘清思路,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相关政策框架的搭建和开发。
本文在前期文献的框架基础上, 利用专项微观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

城市创业回报的影响效应及其中间机制, 以揭示非认知能力在农民工群体创业活动中的独特

作用。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以往有关农民工创业的研究主要关注受教育水平、
专业技能、 社会资本、 认知能力等显性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创业回报的影响, 而忽略了非认知

能力等隐性人力资本的价值, 本文从非认知能力的角度切入, 拓宽了该问题的研究领域。 第

二, 本文搭建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不仅从整体上识别了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创业回报的

影响, 同时基于分位数估计考察了非认知能力溢价在不同收入分位点上的变动趋势, 并进一

步对非认知能力溢价的三种潜在机制进行了细致探讨。 第三, 本文较为恰当地度量了非认知

能力指标并对内生性干扰进行了处理。 一方面, 不同于前期文献片面选取指标或缺少维度地

衡量非认知能力, 本文根据 “大五” 人格 (NEO) 特征修订问卷, 构建包含 5 大维度 13 个

细分指标的非认知能力指标体系, 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构建非认知能力总指标, 降低了核心变

量的测量误差; 另一方面, 本文使用样本选择下的工具变量三阶段估计方法, 同时克服非认

知能力的内生性及创业决策的选择性偏差, 保证估计结果稳健可信,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法

借鉴。

二、 文献述评

随着认知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发展, 以关注个体非认知能力对经济行为与表现的影响

为核心的人格经济学成为当前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话题[12] 。 以赫克曼 (Heckman)、 鲍尔

斯 (Bowles) 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长期围绕新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大量实证研

究, 特别强调非认知能力在个体经济行为中的价值[3,13] 。 国外多数经验证据表明, 个体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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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能够显著提高工资性收入[13-14] 。 鲍尔斯等的研究发现, 非认知能力可以提高劳动

者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工资性收入, 并据此构建了基于激励—强化理论的工资决定模

型
 [13] 。 赫克曼和科宾 (Corbin) 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 分析了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

的交互作用, 发现非认知能力能够通过教育干预实现有效积累, 同时也可通过提高教育等人

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效应, 对劳动者工资性收入产生积极影响[14] 。 国内学者如程虹和李唐、
王春超和张承莎等的研究同样证实了非认知能力工资性收入溢价的存在[15-16] 。 这些研究为

我们理解非认知能力在创业过程中的独特价值提供了有益借鉴。 然而, 由于这类研究并非专

题性探讨非认知能力在创业领域的价值的研究, 缺乏对非认知能力与创业回报之间因果关系

的严谨识别, 也未能对其中的影响机制作出解释, 特别是对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 非认知

能力究竟在国民创业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仍有待验证。
理论上讲, 非认知能力作用于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同样也存在于创业过程中。 非

认知能力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创业者的收入回报, 同时也可能通过与认知

能力的交互影响间接作用于创业者的教育回报率, 从而带来更高的创业回报。 由于不同的创

业形式和创业内容对创业者的能力需求不完全一致, 要求越高的创业机会往往会带来更高的

创业回报, 因此, 非认知能力还可能通过促进创业者进入更高层次的创业领域进而带来更高

的收入溢价。 在经验研究方面, 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 非认知能力对创业者的业绩表现

和事业成就有着积极作用[9-11,17] 。 埃文斯 (Evans) 和莱顿 (Leighton) 较早讨论了非认知能

力与创业的关系, 发现非认知能力尤其是控制观特征是影响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10] 。 劳赫

(Rauch) 与弗雷斯 (Frese) 研究表明, 创业者拥有的成就感、 自信心、 创造力、 抗压能力

和自主偏好等非认知因素对于创业决策及创业表现都有着显著正向作用[17] 。 与本文的工作

类似, 赵浩等将非认知能力与工资性收入的逻辑框架扩展至创业研究领域, 发现非认知能力

确实在个体创办企业及维持创业绩效过程中发挥着积极影响[11] 。 卡里恩多 (Caliendo) 等研

究发现, 反映非认知能力的控制观与风险偏好等特征有助于预测个体的创业倾向以及创业活

动的持续期。 基于这一框架, 卡里恩多等利用德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再次证实, 开放性和外向

性得分更高或拥有更低的神经质和顺同性得分的个体, 其作出创业决策以及维持企业更长生

存时间的概率都相对更大[9] 。
尽管国外文献围绕非认知能力已经有了较多讨论, 但由于数据及方法等的局限, 国内对

于非认知能力在创业领域的价值研究相对鲜见, 仅有少量现有文献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非认知

能力对创业表现的潜在影响[12,18-19] , 缺乏严谨可信的经验证据。 在前期有限的实证文献中,
柴时军和郑云、 李强等基于 CFPS 数据的研究发现, 非认知能力会显著激发个体的创业动

机, 促进个体作出创业决策[20-21] 。 魏下海等利用 CMDS
 

2014 年数据研究表明, 反映非认知

能力的外向性、 开放性和严谨性特征均会显著促进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 而神经质则会对流

动人口的创业参与产生显著的抑制影响[22] 。 朱志胜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 利用 CMDS
 

2013
年数据研究发现, 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创业概率, 特别是从事自雇型创

业活动的可能性。 以上研究都关注到了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个别维度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但对

于非认知能力与创业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都未能作出有效回答[1] 。 与本文主题类似, 王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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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利用 2010 年和 2012 年 CFPS 数据, 沿用 “大五” 人格特征框架的经验研究发现, 非认知

能力因素中的条理性特质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创业动机, 审慎性特质则对个体创业收入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 而热情性特质则不利于创业增收[23] 。 但该文以全部居民为研究对象, 忽略了

群体异质性, 其将非认知能力 13 个子维度共同纳入方程, 研究结论易受到共线性和内生性

的干扰, 且该文的研究设计无法综合评估非认知能力的总体效应, 对于非认知能力影响创业

回报的中间机制同样无法给出解释。
鉴于此, 本文利用 2013 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非认知能力对农

民工城市创业回报的影响效应, 并对其中可能的作用机制展开经验分析。 在具体的研究中,
本文沿用 “大五” 人格指标 (见表 1) 综合测度非认知能力, 尽量减少核心变量的测量误

差, 并采用三阶段估计方法缓解了内生性以及创业决策选择性偏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同时细致探讨了非认知能力对创业回报的影响机制。

三、 数据与模型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

查数据。 该专题调查覆盖了北京市朝阳区、 深圳市、 中山市、 厦门市、 嘉兴市、 青岛市、 成

都市和郑州市等 8 个来自东、 中、 西部不同规模的城市或城区, 尽管上述 8 个城市 (城区)
的选取并非完全随机, 但在各城市 (城区) 内部均通过严格的 PPS 抽样展开调查, 数据样

本量大, 覆盖面广, 能够较好地代表全国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 调查问卷详细记录了流动人

口流出地和流入地信息, 能够较好满足本研究的数据需求①。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 仅保

留农业户口样本, 剔除调查期间失业及流动原因为随迁、 上学、 投靠亲戚等的样本, 通过以

上步骤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农业户口且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进城农民工样本, 并进一步删去关

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 3840 个。
2. 非认知能力变量设置

虽然不同学科对非认知能力的理解和界定莫衷一是, 但多数文献认为, 非认知能力指个

体与他人交往中表现出来的思想、 情感和行为[4-5] , 是相对于认知能力的概念, 可用人格特

征加以衡量[6] 。 前期探讨非认知能力与创业关系的文献中, 较多采用 “大五” 人格指标体

系来测度个体非认知能力[9-11] 。 国内前期研究证实戈德堡 (Goldberg) 的 “大五” 人格测试

对于表征国民非认知能力拥有很好的解释能力[12] 。 因而本文根据修订后的 NEO 人格问卷,
基于调查中的题项, 构建了包含 5 大维度 (严谨性、 顺同性、 外向性、 开放性、 神经质)
13 个细分指标的非认知能力指标体系, 并保证每个维度至少对应 3 个题项, 以此来降低测

量误差 (见表 1)。 为了消除量纲差异, 本文首先对所有题项进行标准化处理, 进而对标准

化得分进行加总平均, 求得反映非认知能力的 5 大维度得分, 在此基础上, 运用主成分分析

法构建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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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 2013 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详细的调查、 抽样和数据优势与局限, 可参考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流管司 2015 年的详细介绍, 这里不再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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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中对应 “大五” 人格的题项

“大五” 人格维度 考察方面
 

“融合调查” 中对应题项

严谨性 能力 Q603B
 

对于有能力处理自己私人的问题感到很有信心

条理性 1. Q603A
 

感觉无法控制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反向)
2. Q605 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和掌握自己的生活

顺同性 信任 1. Q518L
 

我感觉本地人不喜欢我 (反向)
2. Q518M

 

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我 (反向)
顺从 Q521

 

您觉得自己或家人与本地人相处得好不好? (反向)
外向性 热情 1. Q518B 我愿意与本地人做同事

2. Q518C 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

3. Q518D 我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

乐群性 Q518I 我愿意融入社区 / 单位, 成为其中的一员

独断性 Q526 尊重程度之与全社会的人们相比

积极情绪 Q602A 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都接近于我的理想

开放性 尝新 Q602E 假如生活可以重新再过一次, 我基本上不会做任何改变 (反向)
价值观 1. Q516A

 

遵守家乡的风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2. Q516B
 

按照家乡的习惯办事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神经质 焦虑 1. Q604A 过去 30 天中, 您经常会感到紧张

2. Q604C 过去 30 天中, 您经常会感到不安或烦躁

抑郁 1. Q604B 过去 30 天中, 您经常会感到绝望

2. Q604D 过去 30 天中, 您经常会感到太沮丧以致什么都不能让您愉快

脆弱性 1. Q604E 过去 30 天中, 做每一件事情都很费劲

2. Q604F 过去 30 天中, 您经常会感到无价值

3. 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检验农民工城市创业过程中非认知能力的创业回报及其中间机

制, 借鉴赵浩、 卡里恩多等学者的做法[9,11] , 基于明瑟 (Mincer) 工资方程[24] 设定如下基

准模型:
lnincomei = α + βNonCognitivei + γX i + εi

　 　 其中, lnincomei 为农民工个体 i 创业收入的对数, 对于创业收入的度量, 除了既有文献

惯用的月均收入外, 考虑到创业者往往劳动时间更长, 为消除工作强度造成的收入差距, 本

文同时计算了小时收入; 核心解释变量 NonCognitivei 表示农民工个体 i 的非认知能力特征;

X i 为可能影响创业回报的控制变量, 包括创业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变量 (性别、 年龄、 民族、
受教育年限、 健康状况、 城市经历等)、 家庭特征变量 (婚姻状况、 流入地家庭规模、 住房

情况等) 以及流动特征变量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等; εi 为随机误差项。
表 2 汇报了具体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 2 可知, 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月均收入

为 4314. 59 元, 同期工资性就业者的月均收入为 3247. 88 元, 仅相当于前者的 3 / 4 左右。 尽

管消除劳动强度差异后, 两类农民工的小时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但两者之间的差别依旧明

显, 创业农民工的平均小时收入为 17. 29 元, 而同期工资性就业者的平均小时收入为 15. 60
元。 同时, 根据表 1 “大五” 人格相应问题构造五个子维度并进行标准化后, 通过主成分分

析得到非认知能力总指标, 其最小值为-4. 284, 最大值为 2. 637, 平均值为 0. 161。 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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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为界划分为高能力组和低能力组, 非认知能力虚拟变量的均值约为 0. 579, 这意味着分

布在非认知能力两端的人数大致相当。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月均创业收入 创业月均收入的对数 8. 200 0. 575 5. 707 9. 616
小时创业收入 创业小时收入的对数 2. 696 0. 617 0. 680 5. 748
非认知能力 反映非认知能力的综合指标, 计算方法见正文 0. 161 0. 998 -4. 284 2. 637
　 严谨性 “大五” 人格的 5 维度之一, 计算方法见正文 0. 085 0. 964 -3. 001 1. 458
　 顺同性 “大五” 人格的 5 维度之一, 计算方法见正文 0. 103 0. 778 -3. 277 1. 236
　 外向性 “大五” 人格的 5 维度之一, 计算方法见正文 0. 055 0. 423 -1. 851 1. 085
　 开放性 “大五” 人格的 5 维度之一, 计算方法见正文 -0. 080 0. 709 -1. 623 2. 720
　 神经质 “大五” 人格的 5 维度之一, 计算方法见正文 0. 024 0. 419 -2. 664 0. 466
性别 男性= 1, 女性= 0 0. 621 0. 485 0. 000 1. 000
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35. 670 7. 851 15. 000 59. 000
年龄平方 年龄的平方除以 100 13. 340 5. 764 2. 250 34. 810
民族 汉族= 1, 其他= 0 0. 983 0. 130 0. 000 1. 000
婚姻状况 在婚= 1, 其他= 0 0. 908 0. 290 0. 000 1. 000
受教育年限 将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 9. 528 2. 343 0. 000 19. 000
健康状况 非常差= 1, 差= 2, ……, 非常好= 7, 以此类推 5. 746 0. 982 3. 000 7. 000
城市经历 调查年份减去首次外出年份 11. 550 6. 840 1. 000 38. 000
本地家庭规模 流入地的家庭成员数量 1. 935 1. 063 0. 000 8. 000
自有住房 有自有住房= 1, 无= 0 0. 096 0. 295 0. 000 1. 000
省内跨市 省内跨市= 1, 其他= 0 0. 510 0. 500 0. 000 1. 000
市内跨县 市内跨县= 1, 其他= 0 0. 036 0. 186 0. 000 1. 000

四、 实证结果与讨论

1. 基准估计结果

表 3 汇报了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城市创业回报的影响估计结果, 同时包括月均收入方程

估计结果, 与考虑工时差异后的小时收入方程估计结果。 由估计结果可知, 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创业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 即便考虑了工时差异的影响, 这

种收入优势依然显著存在。 为了捕捉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估计偏差,
同时出于回避行业选择效应的考虑, 表 3 依次控制了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 不难发现, 无论

是在月均收入还是小时收入的估计方程中, 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依旧为正, 且均在 1%或

5%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 初步印证了前面的判断, 对于城市创业的农民工而言, 较强的

非认知能力的确能够带来显著的 “能力溢价”。
表 3 中第 (4) 和第 (8) 列区分了非认知能力五个子维度对农民工创业回报的异质性

影响。 从估计结果来看, 严谨性和外向性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创业回报, 拥有更强自信

心、 良好条理性以及积极情绪和独断性的农民工, 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创业回报, 这与前期

文献针对其他群体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顺同性对农民工的创业回报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个体顺同性特质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预测效力在理论上一直备受质疑。 对于创业活动而言,
要求创业者的决策行为更加果断与偏执, 过度顺同的性格并不利于决策的做出和执行,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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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非认知能力与农民工创业回报: Tobit 估计结果

变量
月均收入 小时收入

(1) (2) (3) (4) (5) (6) (7) (8)

非认知能力 0. 024∗∗ 0. 022∗∗ 0. 021∗∗ 0. 030∗∗∗ 0. 033∗∗∗ 0. 029∗∗∗

(2. 508) (2. 318) (2. 164) (2. 921) (3. 176) (2. 842)
　 严谨性 0. 019∗ 0. 024∗∗

(1. 876) (2. 249)
　 顺同性 -0. 023∗ -0. 023∗

( -1. 784) ( -1. 717)
　 外向性 0. 111∗∗∗ 0. 127∗∗∗

(4. 624) (5. 002)
　 开放性 0. 000 -0. 010

(0. 001) ( -0. 773)
　 神经质 -0. 056∗∗ -0. 068∗∗∗

( -2. 470) ( -2. 828)
男性 0. 227∗∗∗ 0. 229∗∗∗ 0. 218∗∗∗ 0. 217∗∗∗ 0. 211∗∗∗ 0. 213∗∗∗ 0. 187∗∗∗ 0. 186∗∗∗

(12. 413) (12. 558) (11. 895) (11. 871) (10. 748) (10. 859) (9. 632) (9. 603)
年龄 0. 038∗∗∗ 0. 038∗∗∗ 0. 037∗∗∗ 0. 038∗∗∗ 0. 033∗∗∗ 0. 031∗∗∗ 0. 030∗∗∗ 0. 031∗∗∗

(3. 927) (3. 942) (3. 880) (3. 964) (3. 151) (3. 026) (2. 982) (3. 068)
年龄的平方 / 100 -0. 058∗∗∗ -0. 058∗∗∗ -0. 057∗∗∗ -0. 058∗∗∗ -0. 048∗∗∗ -0. 046∗∗∗ -0. 045∗∗∗ -0. 046∗∗∗

( -4. 467) ( -4. 471) ( -4. 414) ( -4. 497) ( -3. 459) ( -3. 348) ( -3. 325) ( -3. 415)
汉族 0. 075 0. 081 0. 082 0. 075 0. 050 0. 055 0. 064 0. 056

(1. 108) (1. 195) (1. 222) (1. 124) (0. 690) (0. 758) (0. 903) (0. 790)
婚姻状况 -0. 059 -0. 047 -0. 038 -0. 037 -0. 075∗ -0. 065 -0. 044 -0. 042

( -1. 564) ( -1. 247) ( -1. 021) ( -0. 988) ( -1. 859) ( -1. 622) ( -1. 096) ( -1. 070)
受教育年限 0. 030∗∗∗ 0. 029∗∗∗ 0. 027∗∗∗ 0. 027∗∗∗ 0. 038∗∗∗ 0. 036∗∗∗ 0. 034∗∗∗ 0. 033∗∗∗

(7. 434) (7. 148) (6. 667) (6. 498) (8. 806) (8. 341) (7. 811) (7. 665)
健康状况 0. 014 0. 015 0. 015 0. 015 0. 013 0. 012 0. 013 0. 014

(1. 507) (1. 572) (1. 547) (1. 607) (1. 282) (1. 166) (1. 332) (1. 365)
城市经历 -0. 000 -0. 001 -0. 001 -0. 001 -0. 003∗∗ -0. 004∗∗ -0. 004∗∗∗ -0. 005∗∗∗

( -0. 231) ( -0. 654) ( -0. 813) ( -0. 921) ( -2. 139) ( -2. 355) ( -2. 771) ( -2. 898)
本地家庭规模 -0. 018∗ -0. 016∗ -0. 017∗ -0. 016∗ -0. 013 -0. 012 -0. 014 -0. 012

( -1. 861) ( -1. 688) ( -1. 777) ( -1. 676) ( -1. 313) ( -1. 213) ( -1. 362) ( -1. 253)
自有住房 0. 186∗∗∗ 0. 203∗∗∗ 0. 187∗∗∗ 0. 179∗∗∗ 0. 245∗∗∗ 0. 254∗∗∗ 0. 230∗∗∗ 0. 221∗∗∗
 

(6. 109) (6. 630) (6. 107) (5. 824) (7. 497) (7. 718) (7. 071) (6. 802)
省内跨市 -0. 082∗∗∗ -0. 064∗∗∗ -0. 055∗∗ -0. 055∗∗ -0. 111∗∗∗ -0. 082∗∗∗ -0. 063∗∗∗ -0. 062∗∗∗
 

( -4. 403) ( -3. 011) ( -2. 575) ( -2. 570) ( -5. 553) ( -3. 581) ( -2. 783) ( -2. 764)
市内跨县 -0. 192∗∗∗ -0. 147∗∗∗ -0. 133∗∗∗ -0. 130∗∗∗ -0. 176∗∗∗ -0. 128∗∗ -0. 100∗ -0. 098∗
 

( -3. 918) ( -2. 893) ( -2. 627) ( -2. 581) ( -3. 342) ( -2. 354) ( -1. 873) ( -1. 827)
中部地区 0. 030 0. 038 0. 057∗ 0. 062∗∗ -0. 024 -0. 047 -0. 009 -0. 002
 

(1. 155) (1. 213) (1. 799) (1. 966) ( -0. 865) ( -1. 402) ( -0. 259) ( -0. 067)
西部地区 -0. 171∗∗∗ -0. 167∗∗∗ -0. 139∗∗∗ -0. 142∗∗∗ -0. 199∗∗∗ -0. 229∗∗∗ -0. 191∗∗∗ -0. 193∗∗∗
 

( -6. 238) ( -4. 994) ( -4. 154) ( -4. 232) ( -6. 744) ( -6. 390) ( -5. 362) ( -5. 440)
省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7. 167∗∗∗ 7. 133∗∗∗ 7. 899∗∗∗ 7. 899∗∗∗ 1. 747∗∗∗ 1. 787∗∗∗ 2. 545∗∗∗ 2. 541∗∗∗
 

(38. 800) (38. 128) (13. 920) (13. 964) (8. 812) (8. 896) (4. 231) (4. 240)
N 3840 3840 3840 3840 3840 3840 3840 3840
Pseudo

 

R2 0. 070 0. 075 0. 085 0. 088 0. 066 0. 069 0. 092 0. 096

　 　 注:∗ 、∗∗、∗∗∗分别表示 10%、 5%和 1%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下的 t 值,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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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我国快速变迁的市场环境对创业农民工的决断力和执行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开放性

与农民工的创业回报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可能的原因是, 开放性特质是个体智慧与创造力

的集中体现, 但对于农民工而言, 其创业活动更多集中在相对低端的低技术行业, 过度超前

的创业思维和冒险精神可能并不完全适用; 与预期相符, 神经质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创业回

报, 创业过程中的种种压力要求创业者必须具备较强的抗压及稳定情绪的能力, 较高的神经

质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心不足和脆弱性, 不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
2. 稳健性估计结果

由于基准模型设定很可能存在关键变量缺失及潜在双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 Tobit
估计结果可能有偏, 一方面, 现实中的一些不可观测或难以测度的潜在因素如禀赋遗传、 代

际关系和成长环境等, 可能会同时影响个体的能力形成及经济行为。 例如, 贯穿个体全生命

周期的家庭投资决策, 不仅有助于促进个体非认知能力的有效积累[25] , 同时又会通过代际

传递等方式直接作用于子代的风险偏好与创业决策[26] 。 另一方面, 由于不同就业身份对于

个体非认知能力的要求并不完全随机, 因而拥有不同非认知能力的农民工会寻求能够带来效

用最大化的就业决策, 不仅如此, 在创业过程中, 创业者很可能为了获取必要的创业机会和

创业资源, 有意识地重塑和提升自身的非认知能力, 从而造成样本的选择性偏差问题。 此

外, 受限于数据可得性, 本文仅使用单一年度的截面数据, 无法捕捉个体非认知能力的时序

变化, 由此造成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难以避免。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本文考虑使用样本选择下的工具变量三阶段估

计, 参考伍德里奇 (Wooldridge) 提供的操作建议[27] : 第一步, 在包含受雇就业和自雇创业

的全样本中, 使用 Probit 模型估计创业选择方程, 在此基础上, 计算创业样本的逆米尔斯比

(inverse
 

mills
 

ratio, IMR) 的估计值; 第二步, 仅针对创业样本, 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 Tobit
估计。 由于第二步的工具变量估计由两步构成, 故称为三阶段估计。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在第一步估计创业选择方程中, 本文使用同一城市相同行业平均自雇创业比率作为工具变

量, 在第二步估计创业回报方程中, 本文借鉴王春超和张承莎的处理方法[16] , 构造所在城

市同一行业内部相同就业身份农民工的平均非认知能力作为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工具变量, 估

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第 (1) 和第 (2) 列报告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来看, 同一城市相同

行业平均自雇创业比率对农民工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城市同一行业相同就业身份

的平均非认知能力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

均为正, 且都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工具变量 F 检验统计量远大于经验临界值 10, 相应

P 值也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保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由表 3 第 (3) 和第 (4) 列给

出的第三阶段估计结果可知, 由第一阶段估计得到的逆米尔斯比显著为正, 证实了前述样本

选择问题的存在, 同时也表明使用样本选择下的工具变量三阶段估计是必要的。 可以看到,
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 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依然稳健, 无论是月均

收入还是小时收入的估计方程中, 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估计系数相比基准估计结果有所增大, 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非认知能力的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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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非认知能力与农民工创业回报: 三阶段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第一阶段估计 第二阶段估计 第三阶段估计 第三阶段估计

自雇创业 非认知能力 月均收入 小时收入

非认知能力 0. 072∗∗∗ 0. 087∗∗∗

(2. 826) (3. 194)
男性 0. 270∗∗∗ 0. 009 0. 243∗∗∗ 0. 211∗∗∗

(8. 591) (0. 278) (12. 067) (9. 908)
年龄 0. 102∗∗∗ -0. 005 0. 049∗∗∗ 0. 041∗∗∗

(6. 858) ( -0. 300) (4. 700) (3. 748)
年龄的平方 / 100 -0. 132∗∗∗ 0. 013 -0. 071∗∗∗ -0. 059∗∗∗

( -6. 540) (0. 618) ( -5. 188) ( -4. 042)
汉族 0. 306∗∗∗ 0. 111 0. 109 0. 089

(3. 293) (0. 983) (1. 607) (1. 207)
婚姻状况 0. 502∗∗∗ 0. 061 0. 029 0. 019

(9. 136) (0. 863) (0. 652) (0. 409)
受教育年限 -0. 046∗∗∗ -0. 008 0. 023∗∗∗ 0. 030∗∗∗

( -6. 805) ( -1. 134) (5. 153) (6. 150)
健康状况 0. 013 0. 260∗∗∗ -0. 001 -0. 004

(0. 827) (16. 959) ( -0. 046) ( -0. 307)
城市经历 0. 015∗∗∗ 0. 011∗∗∗ -0. 001 -0. 004∗∗

(5. 686) (4. 571) ( -0. 377) ( -2. 368)
本地家庭规模 0. 223∗∗∗ 0. 044∗∗ 0. 000 0. 002

(13. 826) (2. 493) (0. 009) (0. 164)
自有住房 0. 150∗∗∗ 0. 182∗∗∗ 0. 188∗∗∗ 0. 228∗∗∗
 

(2. 584) (3. 848) (5. 351) (6. 015)
省内跨市 -0. 036 0. 014 -0. 059∗∗∗ -0. 066∗∗∗
 

( -0. 902) (0. 409) ( -2. 659) ( -2. 810)
市内跨县 -0. 112 0. 238∗∗∗ -0. 155∗∗∗ -0. 124∗∗
 

( -1. 273) (2. 872) ( -3. 285) ( -2. 517)
中部地区 0. 569∗∗∗ 0. 055 0. 048 -0. 020
 

(8. 892) (0. 805) (1. 349) ( -0. 535)
西部地区 0. 152∗∗ 0. 056 -0. 178∗∗∗ -0. 233∗∗∗

(2. 492) (0. 818) ( -4. 611) ( -5. 646)
行业自雇创业率 2. 644∗∗∗

(15. 692)
行业平均非认知能力 0. 886∗∗∗

(31. 917)
逆米尔斯比 0. 051 0. 176∗∗∗ 0. 167∗∗∗

(0. 597) (3. 142) (2. 801)
省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4. 188∗∗∗ -1. 655∗∗∗ 6. 857∗∗∗ 1. 694∗∗∗

( -13. 139) ( -3. 798) (25. 271) (5. 739)
N 12256 3838 3838 3838
Adj_ R2 / Pseudo

 

R2 0. 384 0. 297 0. 121 0. 143
F 682. 275

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创业回报, “能力溢价” 在创业活动中确实显著存在。
3. 扩展性讨论

以上分析证实了非认知能力对于农民工创业回报的溢价效应, 那么这种 “能力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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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均匀地分布于不同收入层次的创业农民工群体中? 处于不同市场条件下的农民工得到的

能力溢价水平是否存在差异? 对于以上异质性影响的讨论, 有助于理解非认知能力溢价的影

响因素及其收入分配效应。
首先, 本文使用分位数估计检验非认知能力在不同收入分位水平上的差异影响。 表 5 汇

报了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城市创业回报的分位数估计结果。 从估计结果来看, 非认知能力

的增收作用仅存在于收入分位点相对较高 (Q50 和 Q75) 的创业农民工中, 且随着收入分位

点的增加, 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逐渐趋大, 而对于收入分位点较低 (Q25) 农民工的创业

回报并不存在显著影响。 这意味着收入越高的创业农民工, 越能获得相对更高的非认知能力

溢价, 这种溢价分配上的 “马太效应”, 很可能会扩大农民工内部的贫富差距, 从而造成农

民工群体分化的进一步加剧。

表 5　 非认知能力与农民工创业回报: 分位数估计结果

变量

月均收入 小时收入

(1) (2) (3) (4) (5) (6)
Q25 Q50 Q75 Q25 Q50 Q75

非认知能力 0. 007 0. 024∗ 0. 038∗∗∗ 0. 019 0. 034∗∗∗ 0. 042∗∗

(0. 621) (1. 942) (3. 239) (1. 334) (2. 826) (2. 32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7. 980∗∗∗ 8. 241∗∗∗ 8. 007∗∗∗ 2. 887∗∗∗ 2. 769∗∗∗ 2. 833∗∗∗

(32. 880) (34. 468) (26. 745) (11. 594) (9. 818) (4. 686)
N 3840 3840 3840 3840 3840 3840
R2 0. 124 0. 132 0. 127 0. 141 0. 152 0. 133

其次, 由于创业回报不只是创业者个体能力的体现, 同时也取决于所处的外部市场环

境, 考虑到农民工创业的区域和行业分布特点, 本文进一步区分城市规模和行业性质探讨非

认知能力溢价的异质性影响, 结果如表 6 所示。 从表 6 第 (1) 至 (4) 列的估计结果来看,
非认知能力对于农民工创业回报的提升作用仅存在于非一线城市, 而对于北京、 深圳等一线

城市创业的农民工来说, 这种 “能力溢价” 并不显著存在。 中国自古是一个人情社会, 特

别是在二、 三、 四线城市, 人情世故可能是影响创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在此情况下, 非

认知能力的边际作用得以突显。 相对而言, 一线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对外来移民就业创

业的包容性更强, 反而弱化了非认知能力的作用。 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 6 第 (5) 至 (8)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非认知能力的溢价效应仅发生在服务业领域创业的农民工中, 对于制造

业领域创业农民工的收入回报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五、 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创业回报的机制

前面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的确会给农民工的创业回报带来显著的溢价作用, 且这种

“能力溢价” 不完全源于创业行业的自选择效应, 那么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创业回报的机

制是什么? 借鉴既有文献的分析思路, 同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 本文重点检验以下三种可能

的影响机制: 社会资本效应、 教育边际效用和配置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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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非认知能力与农民工创业回报: 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一线城市 其他城市 制造业 服务业

(1) (2) (3) (4) (5) (6) (7) (8)
月均收入 小时收入 月均收入 小时收入 月均收入 小时收入 月均收入 小时收入

非认知能力 0. 026 0. 053 0. 096∗∗∗ 0. 105∗∗∗ 0. 048 0. 075 0. 068∗∗∗ 0. 080∗∗∗

(0. 573) (1. 063) (3. 241) (3. 357) (0. 549) (0. 846) (2. 653) (2. 93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6. 921∗∗∗ 2. 067∗∗∗ 6. 974∗∗∗ 1. 766∗∗∗ 8. 197 8. 281 6. 896∗∗∗ 1. 719∗∗∗

(9. 400) (2. 582) (22. 659) (5. 464) (1. 111) (1. 101) (24. 534) (5. 760)
N 715 715 3123 3123 191 191 3647 3647

1. 社会资本效应

已有诸多有关迁移和流动人口创业的研究发现, 外来人口在城市创业除了要应对 “新

创劣势” 外, 还面临严峻的 “外来劣势” [28] 。 如何在迁入城市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混合嵌

入, 是外来人口城市创业的关键因素[29] 。 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补充创业资源、 提升企业家

能力, 从而提高个体的创业倾向和创业绩效[30-34] 。 所谓社会资本效应, 意指个体非认知能

力的提高通过构造人际关系网络和提高社会交际能力来扩大自身的社会资本。 从理论上讲,
非认知能力较高的创业者通常拥有相对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资源转化能力, 人际网络圈子

往往也比较高质, 从而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更多且更有质量的外部支持。 为了验证社会资本

效应这一机制, 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检验方法[35] , 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 采

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认知能力是否通过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的创业回报。
表 7 报告了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采用了多种

方式刻画社会资本变量, 其中, 第 (2) 和 (3) 列以是否接受过流入地政府培训衡量社会

资本, 第 (4) 和 (5) 列以参与流入城市社会活动的次数衡量社会资本, 第 (6) 和 (7)
列以参与流入城市社会组织的个数衡量社会资本。 从估计结果来看, 第 (2)、 (4) 和 (6)
列中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非认知能力的确有助于创业者获得更多的社会

资源。 同时, 由第 (3)、 (5) 和 (7) 列的估计结果可知, 非认知能力和社会资本变量的

估计系数均在 1%或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社会资本确实在非认知能力和创

业回报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与前面的分析相符, 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扩大创业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进而带来更高的创业回报。
2. 教育边际效应

自明瑟方程提出以来, 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讨论一直是传统人力资本研究的焦点问

题, 大量前期研究发现, 教育在个体收入增长中发挥着积极影响[24] 。 与传统的人力资本理

论相比, 新人力资本理论打开了以往被视为 “黑箱” 的能力形成过程, 构建了一个基于多

维能力的广义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认为教育是个体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个

体非认知能力不仅可以通过教育投资等方式实现有效积累, 还有助于提升教育的边际收

益[3] 。 尽管受访样本在调查期均已完成正规教育, 非认知能力不大可能反向影响其受教育

水平, 但由于当前观测到的非认知能力与早期接受教育决策时的非认知水平可能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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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创业回报的影响机制之一: 社会资本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7)

创业回报 接受政府培训 创业回报 社会活动参与 创业回报 社会组织参与 创业回报

Panel
 

A: 被解释变量: 月均收入

非认知能力 　 0. 072∗∗∗ 　 0. 019∗∗ 　 0. 073∗∗∗ 　 0. 088∗∗∗ 　 0. 069∗∗∗ 　 0. 027∗∗ 　 0. 067∗∗∗

(2. 934) (2. 561) (2. 963) (5. 483) (2. 800) (1. 994) (2. 745)
社会资本 0. 049∗∗ 0. 041∗∗∗ 0. 089∗∗∗

(2. 399) (3. 871) (6. 99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6. 857∗∗∗ -0. 192 6. 868∗∗∗ 0. 147 6. 880∗∗∗ -0. 558∗∗ 6. 914∗∗∗

(24. 725) ( -1. 327) (24. 780) (0. 479) (24. 872) ( -2. 475) (25. 106)
N 3838 3840 3838 3840 3838 3840 3838
R2 0. 128　 0. 031　 0. 036　
Panel

 

B: 被解释变量: 小时收入

非认知能力 　 0. 087∗∗∗ 　 0. 019∗∗ 　 0. 088∗∗∗ 　 0. 088∗∗∗ 　 0. 082∗∗∗ 　 0. 027∗∗ 　 0. 080∗∗∗

(3. 343) (2. 561) (3. 379) (5. 483) (3. 160) (1. 994) (3. 104)
社会资本 0. 064∗∗∗ 0. 062∗∗∗ 0. 126∗∗∗

(2. 962) (5. 499) (9. 34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 694∗∗∗ -0. 192 1. 709∗∗∗ 0. 147 1. 730∗∗∗ -0. 558∗∗ 1. 776∗∗∗

(5. 759) ( -1. 327) (5. 813) (0. 479) (5. 908) ( -2. 475) (6. 109)
N 3838 3840 3838 3840 3838 3840 3838
R2 0. 128　 0. 031　 0. 036　

因而并不能排除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事实上, 相关性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以上推论, 发现非

认知能力与教育显著正相关。 因此, 本文尝试检验非认知能力通过影响教育边际效应进而间

接影响个体创业收入这一可能的作用机制。
为评估教育对不同非认知能力个体创业收入的差异影响, 本文采取两种群体划分方式:

一是根据全样本非认知能力的均值, 将非认知能力大于平均值的创业样本归入高能力组, 小

于或等于平均值的创业样本归入低能力组; 二是根据非认知能力第一、 第三和第四分位点,
将非认知能力处于第一分位点以下的创业样本归入低水平组, 处于第三和第四分位点以上的

创业样本归入高水平组。 表 8 报告了两种分组情况下的教育边际效应检验结果, 从第 (1)
和 (2) 列、 第 (4) 和 (5) 列的估计结果来看, 无论在月均收入抑或小时收入方程中,
教育对个体创业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且高能力或高水平组的教育边际收益明显高于其

他组别, 这与经典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 进一步地, 为了验证组间系数的可比性, 本文进一

步引入受教育程度与非认知能力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全样本估计, 结果如第 (3) 和 (6)
列所示。 可以看到, 在月均收入和小时收入方程中, 交互项 “非认知能力 01∗受教育程度”
和 “非认知能力 02∗受教育程度” 均显著为正, 证实了教育回报的组间异质性。 上述分析

结果表明, 个体非认知能力的提高, 不仅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还有助于提高教

育的边际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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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创业回报的影响机制之二: 教育边际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低能力组 高能力组 全样本 低水平组 高水平组 全样本

Panel
 

A: 被解释变量: 月均收入

受教育程度 0. 022∗∗∗ 0. 030∗∗∗ 0. 026∗∗∗ 0. 027∗∗∗ 0. 033∗∗∗ 0. 028∗∗∗

(3. 428) (5. 673) (6. 308) (3. 086) (4. 521) (4. 717)
非认知能力 01 0. 175∗∗∗

(2. 681)
非认知能力 01 0. 019∗

∗受教育程度 (1. 717)
非认知能力 02 0. 265∗∗∗

(3. 323)
非认知能力 02 0. 034∗∗

∗受教育程度 (2. 27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7. 896∗∗∗ 7. 390∗∗∗ 8. 029∗∗∗ 7. 335∗∗∗ 7. 980∗∗∗ 8. 020∗∗∗

(12. 735) (26. 819) (13. 971) (10. 981) (19. 894) (12. 980)
N 1618 2222 3840 792 1186 1978
Panel

 

B: 被解释变量: 小时收入

受教育程度 0. 027∗∗∗ 0. 037∗∗∗ 0. 033∗∗∗ 0. 028∗∗∗ 0. 042∗∗∗ 0. 033∗∗∗

(4. 184) (6. 425) (7. 395) (3. 011) (5. 358) (5. 191)
非认知能力 01 0. 215∗∗∗

(3. 110)
非认知能力 01 0. 022∗

∗受教育程度 (1. 850)
非认知能力 02 0. 304∗∗∗

(3. 565)
非认知能力 02 0. 045∗∗∗

∗受教育程度 (2. 81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 620∗∗∗ 2. 159∗∗∗ 2. 694∗∗∗ 2. 068∗∗∗ 2. 865∗∗∗ 2. 701∗∗∗

(4. 100) (7. 255) (4. 412) (2. 935) (6. 676) (4. 089)
N 1618 2222 3840 792 1186 1978

3. 配置结构效应

农民工的创业决策以及创业方式的选择并非是完全随机的, 拥有更高能力或更多资本的

农民工很可能会主动寻求符合自身条件的创业形式。 配置结构效应指的是非认知能力的提高

通过促进创业者进入更高层次的创业活动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收入回报。 换言之, 非认知能

力带来的创业者收入差距, 有可能是因为不同创业类型之间的准入门槛差异形成的。 为检验

这一可能的影响机制, 本文参照以往文献的通常做法, 将农民工的创业类型依据是否雇佣他

人区分为 “自雇型创业” 和 “机会型创业”。 相关研究发现, 相比于自雇型创业, 机会型创

业为创业者带来了更高的收入溢价, 但也面临着更高的进入门槛[36-37] 。 表 9 报告了非认知

能力影响创业收入的配置结构效应检验结果。 估计结果表明, 个体非认知能力越高, 其开展

机会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相应越大, 与此同时, 从表 9 中可以看到, 当同时纳入非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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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会型创业变量后, 不论是在月均收入还是小时收入方程中, 机会型创业变量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 非认知能力估计系数依然为正, 但在统计上变得不再显著, 这意味着非认知能力

越高的农民工, 更有可能进入机会型的创业活动, 从而获得更高的创业回报, 以上结论证实

了配置结构效应对农民工创业回报的影响。

表 9　 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创业回报的影响机制之三: 配置结构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月均收入 机会型创业 月均收入 小时收入 机会型创业 小时收入

非认知能力 0. 072∗∗∗ 0. 123∗∗∗ 0. 017 0. 087∗∗∗ 0. 123∗∗∗ 0. 039
(2. 934) (4. 806) (0. 701) (3. 343) (4. 806) (1. 496)

机会型创业 0. 196∗∗∗ 0. 171∗∗∗

(9. 217) (7. 56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6. 857∗∗∗ -1. 808∗∗∗ 6. 836∗∗∗ 1. 694∗∗∗ -1. 808∗∗∗ 1. 677∗∗∗

(24. 725) ( -3. 142) (25. 027) (5. 759) ( -3. 142) (5. 766)
N 3838 3838 3838 3838 3838 3838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
沿用 “大五” 人格指标构建非认知能力, 并采用三阶段估计方法, 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

对农民工创业回报的影响效应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以此揭示创业者非认知能力在创业活动

中的独特作用, 为后续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研究发现, 非认知能力的确

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创业的经济回报, 且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 非认知能力溢价效应同步

增强。 同时,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市场条件下非认知能力的创业回报存在明显差异,
来自非一线城市及在服务行业创业的农民工获得了更加显著的 “能力溢价”。 上述结论在考

虑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后依然稳健。 进一步对非认知能力作用于创业回报的三种潜在

机制进行检验, 证实了社会资本效应、 教育边际效应及配置结构效应的存在, 非认知能力的

提高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 提高其教育边际回报率, 同时也有助于该群体更大

概率开展机会型创业活动, 从而促进农民工创业回报的提升。
长期以来, 有关创业回报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对于农民工创业回报的研

究, 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现阶段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动机, 另一方面也能够检验当前经济社

会环境是否有利于该群体创业活动的开展。 长期以来, 政策制定者们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技

能培训和资金支持等政策工具, 试图缓解农民工群体 “高创业意向、 低创业能力、 少创业

成功” 的创业困境,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 这些传统帮扶手段的有效性颇受质疑。 本文的研

究发现为政策制定者突破现行框架转而寻找其他的政策工具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认为, 未

来的政策思考和调整方向应充分认识到非认知技能这一隐性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 “草根创

业” 的重要价值, 适时推出覆盖农村劳动力全生命周期的非认知能力提升计划。 一方面,
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生命周期的早期是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 因此, 长

·23·



朱志胜: 非认知能力与农民工城市创业回报

期来看, 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 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 特别注重农村儿童早期的品格教育, 应是未来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长期战略

选择。 另一方面, 尽管以人格特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认知能力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具有相对

稳定性, 但在生命周期的中后期仍然会根据个体经历发生变化, 因而对于已经进入城镇就业

市场的农村劳动力, 政策制定者应注重将非认知能力培养纳入现行的培训框架体系, 作为专

项培训的重要内容, 释放和培育农民工的创业活力, 同时巩固和扩大资金支持等传统帮扶手

段, 帮助农民工提升创业层次, 扩大机会型创业比例, 促进该群体实现市民化身份的有效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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